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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产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影响
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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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字产业集群建设成为推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关键路径。然而，传统产业集群长期面临“集聚悖论”——过度集中导致要

素配置失衡与创新衰减。那么，数字产业集聚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其空间效应呈现何种特征？为系统解答上述

问题，该研究整合空间经济学与技术溢出理论，构建“技术-经济-制度”三维分析框架，提出“本地促进-邻域抑制”的双重效应假说，

并重点解析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与人才虹吸的空间传导路径。该研究基于 2006—2022 年中国 282 个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以

动态空间杜宾模型（SDM）为主模型，辅以空间自回归模型（SAR）、空间自相关模型（SAC）、空间误差模型（SEM）4 类模型进行实证分

析。研究结果表明：①本地促进效应显著。数字产业集聚度每提高 1 个单位，本地绿色经济效率平均增长 4. 42%（SDM 估计）。②空

间虹吸效应凸显。本地数字产业集聚对邻域城市产生显著负向溢出。人才要素流动是空间负溢出的关键载体，核心城市数字产业

高度集聚导致周边城市高技术人才加速流出，进而抑制其绿色技术创新能力。③绿色技术创新是核心中介路径。知识溢出虚拟化、

创新成本集约化、政策市场协同化等是形成该路径的微观机制。基于此，该研究提出差异化治理路径：构建数字产业集群与绿色技

术创新的协同发展机制；优化区域数字产业布局以缓解虹吸效应；深化数字基础设施与绿色技术应用场景融合；健全绿色技术创新

的市场化支撑体系。该研究通过量化“本地-邻域”双重效应、解析三重微观机制、揭示虹吸传导路径，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产业集群理

论提供新证据；提出的“区域补偿-技术共享-制度协同”政策体系，可为破解绿色转型中的区域失衡困境提供操作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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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绿色经济效率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目

标。与此同时，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的数字经济正

深刻重塑全球产业格局与经济增长模式。党的二十大报

告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标

志着数字产业集群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截至 2022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占 GDP 比例突破 40%，展现出强劲

的发展势头［1］。然而，传统产业集群在发展过程中长期

面临“集群病”的困扰——过度集聚往往导致要素配置失

衡、环境污染加剧与创新能力衰减［2］。数字产业集群的

兴起，凭借其技术赋能、网络协同与知识溢出等特性，被

视为破解传统集群困境、驱动绿色转型的重要新路径［3］。

在此背景下，亟待厘清的关键现实问题是：数字产业的空

间集聚是否必然成为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绿色引

擎”？其内在机制为何？其发展在促进本地效率提升的

同时，是否会对邻近区域产生复杂的空间效应（如虹吸效

应）？科学回答这些问题，对于优化国家数字产业战略布

局、协调区域绿色协同发展、最终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保

护的双重目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为政府制定差异化集

群政策、构建跨区域创新协同网络提供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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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产业集聚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重

要议题。随着数字经济的崛起，数字产业作为一种新兴

的产业形态，其空间集聚特征及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

响呈现出不同于传统产业的独特性，相关研究也呈现出

新的演进趋势和关注焦点。

1. 1　产业集聚与绿色发展关系的理论演进与方法深化

早期研究主要聚焦于制造业及生产性服务业等传统

产业领域，探讨产业集聚对绿色发展的整体影响。多数研

究肯定了产业集聚的积极效应，并从不同维度阐释其作用

机理。Yoon 等［4］提出的集群闭环生产理论揭示了空间邻

近性降低环境治理成本的作用机制。后续研究进一步拓

展了理论视角：Wang 等［5］从能源要素重组角度论证了产

业集聚提升资源效率的路径；He 等［6］通过制造业样本验

证了技术溢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驱动作用。

针对不同产业类型，学者也进行了差异化探讨：Wang 等［7］

证实高新技术产业存在双向协同效应；Liu 等［8］则补充指

出高污染产业集聚也可能带来效率提升；Xie 等［9］则系统

比较了专业化与多样化产业集聚对 GTFP 的不同影响；张

雪梅等［10］、何宜庆等［11］、王锋等［12］、王志祥等［13］的研究均

支持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直接正向促进作用的

观点。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逐渐认识到产业集聚与绿色

发展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模式，而是呈现出复杂的非

线性特征，具体可表现为倒“N”形、“U”形及“N”形曲线，

表明集聚效应随规模变化呈现阶段性波动［14-16］。例如，

林伯强等［17］、陈阳等［18］的研究均指出两者间遵循倒“U”

形曲线关系；而岳书敬等［19］、胡安军等［18］、张治栋等［20］则

观察到“U”形关系模式。此外，在方法层面，空间计量经

济学的引入是一项重要进展。它促使学者关注经济活动

的地理关联性及空间溢出效应［21-22］，从而为理解集聚的

外部性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

1. 2　数字产业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新兴议题与深化

方向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飞速发展，数字产业化和产业

数字化成为经济发展的新方向。数字产业集聚对绿色经

济效率的促进作用迅速成为研究热点。学者开始关注数

字产业集聚区别于传统产业的作用路径。研究表明，可通

过技术创新（如颠覆式技术）、要素优化（如数据要素驱动

资源高效配置）和空间溢出等机制显著提升城市及区域绿

色经济效率。焦嶕等［23］基于中国 285 个城市数据，发现数

字产业集聚通过推动生活方式线上化和生产方式集约化

赋能绿色效率提升，其效应在一二线城市、非资源型城市

更显著，并受地方政府竞争的影响而强化；辛璐璐［3］则聚焦

颠覆式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并发现其效应在高产业结构

水平和智慧城市试点条件下更强；刘耀彬等［24］以长江经济

带为例，验证了数字产业集聚具有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其

通过规模经济、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三重机制实现，并具

有右拖尾“U”形的独特空间溢出特征。

进一步研究不仅深化了对数字产业集聚绿色效应复

杂性的认知，更揭示了其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及边界条件。

Li 等［25］对比中国东中西部发现，东部核心集聚对 GTFP 提

升作用更突出，且专业化集聚在东部产生负向空间溢出，

而中西部仅专业化集聚有效。赵放等［26］指出，数字产业

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赋能效应在政府数字支持力度

大、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更显著，但高度依赖创新要素汇

聚和环境规制强化。王彦杰等［27］发现数字经济产业集聚

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呈倒“U”形，且环境规制对此具有

调节作用；同时，其研究指出，由于多数中西部省份尚处

于曲线左侧，需警惕过度集聚可能产生的抑制效应。资

源依赖和区域政策协同被识别为关键边界条件。Jiang
等［28］提出资源依赖存在阈值效应，超过临界值会显著削

弱数字产业集聚的绿色促进作用，而环境规制和数字基

建可提高阈值效应。Ma 等［29］发现数字经济集聚虽整体

净效应为正，但存在抑制邻近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负

向空间溢出，需通过产业优化和技术创新来弥合差异；

Yuan 等［30］则强调产业协同集聚可能因路径依赖阻碍绿

色高质量发展，而数字经济独立发展能有效抵消此负面

影响。

尽管传统产业集聚与绿色发展的研究已形成较为丰

富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基础，但现有成果多聚焦于制造业

与服务业整体的集聚效应，对数字产业这一以数据为核

心要素、高度依赖网络协同和技术创新的新业态关注相

对不足，其集聚模式和作用机理具有独特性。综观现有

关于数字产业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的研究，虽然已初步

揭示了其多维驱动机制并开始关注空间异质性与边界条

件，但仍存在深化空间：①空间效应认知尚不系统，对数

字产业集聚“本地-邻域”双重空间效应（特别是负向虹吸

效应）的量化检验和机理剖析仍显薄弱；②微观作用机制

有待细化，对数字技术如何具体改变知识溢出模式、降低

创新成本等微观传导链条的实证支撑和理论提炼不足；

③跨区域协调策略缺乏探讨，针对如何优化数字产业空

间布局以最大化绿色正效应、最小化负向溢出，缺乏基于

实证的政策设计。

基于此，本研究旨在系统探究数字产业集聚对中国

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作用机理及空间外溢效

应，重点回应数字产业集聚通过何种微观机制影响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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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经济效率？其空间效应，尤其是对邻近区域的潜在

制约如何？本研究通过融合空间计量方法与机制检验，

力图在厘清“本地-邻域”双重效应的基础上，构建促进数

字产业集聚赋能区域绿色协调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与传统产业不同，数字产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

率的影响具有其独特性。本部分基于数字产业的技术属

性、组织形态与政策环境，构建数字产业集聚影响绿色经

济效率的理论框架，重点剖析本地促进机制与空间抑制

效应，并据此提出研究假说。图 1 展示了本研究的核心理

论机制。

2. 1　数字产业集聚、绿色技术创新与本地绿色经济效率

提升

数字产业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依托互联网、云计

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高效协同网络。其空

间集聚通过以下三重机制系统性加速绿色技术创新，从

而最终提升了本地绿色经济效率。

2. 1. 1　知识溢出虚拟化：突破地理与知识类型约束

传统产业集群的知识溢出受限于缄默型知识的面对

面传播［31］，而数字产业集聚则通过平台化工具与虚拟化

技术，重构了知识溢出路径，显著提升绿色技术的扩散效

率［32-33］。①编码化知识高效共享。开源社区（如 GitHub）、

云数据库与在线知识库等极大提升了绿色技术编码化知

识的传播速度与覆盖范围；企业通过共享生产数据（如能

耗、排放等信息），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协同优化绿色技术方

案。②缄默型知识虚拟化传递。虚拟现实（VR）技术可模

拟设备操作场景，用于远程培训清洁能源设备的维护技

能；工业互联网平台（如西门子 MindSphere）也支持工程师

跨地域协作调试碳捕集系统，从而实现缄默型技术经验的

实时共享。这有效降低了绿色技术的学习与应用门槛。

2. 1. 2　创新成本集约化：基础设施赋能研发与应用

数字产业集聚区依托先进的新型基础设施，为绿色

技术研发与应用提供了低成本试验场和规模化支持，显

著降低了创新的边际成本与风险［34］。①算力共享与模

拟优化。云计算平台（如阿里云、AWS）允许企业以极低

成本进行绿色生产工艺模拟和优化设计，从而减少实物

试验的投入与风险。②区块链构建可信环境。在碳排

放权交易、绿色金融等领域，区块链技术能够确保碳排

放数据、绿色认证等关键信息的不可篡改性和可追溯

性，降低了绿色技术商业化过程中的信任成本和交易风

险。③SaaS 模式降低应用门槛。数字服务商（如 SAP、金

蝶等）提供模块化的节能减排 SaaS 工具，使中小企业不

必承担高昂的独立研发固定成本，通过按需订阅获得智

能监测、能效管理等绿色技术应用服务。

2. 1. 3　政策市场协同化：强化创新激励与资源配置

中国政府的定向政策与市场机制设计，与数字产业集

聚形成协同效应，并进一步放大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

作用［33］。①基础设施定向支持。“东数西算”等国家工程引

导数据中心向可再生能源富集地区布局，不仅直接降低了

数字产业自身的碳足迹，也为绿色技术研发提供了清洁、

低成本的算力基础。②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建立绿色

技术交易平台（如北京绿色交易所等），推动数据确权与交

易，鼓励企业通过共享或出售绿色技术相关数据（如新能

源预测算法数据）获取创新收益，形成正向激励。③财税

金融精准激励。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等政策优先覆盖数字化减排项目（如腾讯的 AI控碳系统

研发），绿色金融工具（如绿色信贷、债券）也向数字赋能的

绿色创新项目倾斜，共同引导资源实现高效配置。

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上述机制的核心产出，是提升绿

色经济效率的关键驱动力。它通过绿色技术进步，从优

化资源利用（如智能电网降低传输损耗、工业物联网精准

调控能耗）、减少污染排放（清洁技术应用）、促进资源循

环（推动循环经济模式）等路径，系统提升资源环境效率，

最终体现为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改善［35-36］。基于以上分

析，提出研究假说 H1。

H1：数字产业集聚通过加速绿色技术创新，间接提升

本地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

2. 2　数字产业集聚的空间虹吸效应与邻域绿色经济效

率有关

数字产业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是高端技术人才的

主要汇聚地。当某一城市的数字产业高度集聚时，可能

对周边城市产生显著的虹吸效应［37-38］。具体表现为：核

心集聚城市凭借更优越的发展机遇、薪酬体系、研发条件

和工作环境等多方面优势，持续吸引周边城市的创新人

才（特别是高端技术人才）流入［39］。这种人才的单向流动

会导致双重后果：①核心城市获益，通过人才流入进一步

强化了核心城市的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②周边城市受

图 1　数字产业集聚影响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理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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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面临人才（尤其是绿色技术创新所需的关键人才）的

持续流失，导致其创新基础被削弱，绿色技术研发与应用

能力下降。

鉴于人才是绿色技术创新的核心投入要素，周边城

市因虹吸效应导致的人才流失，直接阻碍了其绿色技术

创新的进程。而绿色技术创新的滞后，又直接制约了其

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因此，某一城市数字产业的高度

集聚，在提升自身效率的同时，可能通过人才虹吸这一空

间作用机制，对邻近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产生抑制性影

响。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说 H2。

H2：本地城市的数字产业高度集聚会对邻近城市的

绿色经济效率产生抑制作用，该效应主要通过人才虹吸

来阻碍周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

3　研究设计

3. 1　计量模型

3. 1. 1　模型构建

由于相邻城市具有相似的经济结构特征及文化生态，

加之生产要素的跨地域流动和环境污染的空间外溢，可以

推断这些邻近城市在经济增长态势、绿色经济效率指标及

产业结构部署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依赖性。鉴于此，本

研究采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深入探究数字产业聚集对城

市绿色经济效率的直接影响，以及该影响在地域间的扩散

机制。为了增强实证分析的稳健性与全面性，采用 4 种典

型的空间计量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空间自回归模型、空间

自相关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进行估计，并为每种模型配

套使用了 3 类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地理邻接矩阵、地理

距离矩阵与经济距离矩阵）进行回归。

首先，构建空间杜宾模型（SDM）：

Yi，t = β0Yi，t - 1 + ρ × W × Yi，t + β1 Di，t + β2 ×
W × Di，t + β3 Xi，t + ui + vt + εi，t （1）

式中：i、t 分别代表城市和年份；Yi，t 表示城市绿色经济效

率；Di，t 表示数字产业集聚；Xi，t 为控制变量，包括产业结

构、政府干预程度、人力资本积累、信息化发展水平、对外

开放程度、技术进步，以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β0 表示上

一期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对本期的影响强度；β1和 β3分别反

映核心解释变量数字产业集聚和控制变量对城市绿色经

济效率的影响强度；β2 × W × Di，t表示核心解释变量 Di，t的

空间滞后项；β2 反映了一个城市数字产业集聚对周围城

市绿色生产力的影响强度；W 为空间权重矩阵；ρ × W × 

Yi，t 为反映空间效应的关键变量，即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

后项，反映周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水平对本城市的溢出

效应，其中 ρ 为空间自回归系数；ui和 vt分别用于捕获城市

及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其次，构建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如下：

Yi，t = β0Yi，t - 1 + ρ × W × Yi，t + β1 Di，t +
β3 Xi，t + ui + vt + εi，t （2）

再次，构建空间自相关模型（SAC）如下：

Yi，t = ρ × W × Yi，t + β1 Di，t + β3 Xi，t + ui +
vt + εi，t

（3）
εi，t = λ × W × εt + ηi，t （4）

式（4）中：λ × W × εt 表示随机误差项的空间滞后项，其中

λ 为空间误差系数；其他变量及参数的含义则与公式（1）
一致。

最后，构建空间误差模型（SEM）如下：

Yi，t = β1 Di，t + β3 Xi，t + ui + vt + εi，t （5）
εi，t = λ × W × εt + ηi，t （6）

3. 1. 2　模型设定的合理性分析

为避免数据非平稳性可能引发的伪回归效应，并维

护模型结论及各项检验的可靠性，实施单位根与协整检

验是必要的步骤。

（1）单位根检验。运用 LLC、Fisher⁃PP 及 Fisher⁃ADF
等多种面板平稳性检验方法所得的结果揭示：被解释变

量绿色经济效率（Y）、核心解释变量数字产业集聚（D），以

及所有控制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结果均通过了显著性

检验，证实了面板数据序列的一阶单整性质。

（2）协整检验。Kao 检验与 Pedroni 检验均根植于 En⁃
gle 和 Granger 提出的两步法框架，但在细节处理上存在差

异［40］。具体而言，Kao 检验在初步分析阶段采取了异于

Pedroni 的方法，允许每个横截面单元拥有独立的截距项，

而系数部分则保持一致；在第二阶段的分析中，Kao 检验

借鉴了 DF（Dickey⁃Fuller）及 ADF（Augmented Dickey⁃Full⁃
er）检验逻辑，针对首阶段残差序列开展稳定性验证。

Kao 检验结果显示，DF 统计量值为-6. 678，拒绝了无协整

关系的原假设，证实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进一步验证了

模型建构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3）多重共线性检验。当变量间出现多重共线性关

系时，可能会对估计系数的精确性构成影响。为此，实施

多重共线性检验显得尤为重要。由表 1 可知，所有解释变

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均显著低于 10，这一结果有力

地证明了模型中并无显著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3. 2　变量设定

3. 2. 1　被解释变量：绿色经济效率（Y）

采用地级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度量城市绿色经济效

率。此指标在传统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框架之上，融入了

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考量，力图在衡量经济增长速度

与技术进步的同时，充分考虑到绿色发展的需求，成为评

判绿色经济效率的一个优选标准。因此，采用 Super⁃S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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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进行该指标的量化计算。该指标的具体投入产出变

量如下。

（1）投入要素：劳动力投入以年末就业人员数量来衡

量；资本投入则通过资本存量来衡量；能源投入选取各城

市的能源消费总量来度量；土地投入采用各城市建成区

面积来度量。

（2）产出指标包含两方面：一是期望的正面经济产出，

通过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并运用以 2006 年为基准年的

地区生产总值缩减指数来调整，以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

二是非期望的负面环境影响，用工业 SO2 释放量、工业废

水排放量及烟尘排放量 3 种污染物排放量的加总来衡量。

3. 2. 2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产业集聚（D）

数字产业涵盖了诸如数字设备制造、数字信息传输、

数字技术服务以及数字内容与媒体相关的各类服务等领

域［41］。本研究选取了各城市中从事电信服务与其他信息

传输业务、计算机服务行业、软件开发行业的劳动力所构

成的区位熵指标，以此来衡量各城市的数字产业聚集程

度。具体而言，计算该指标的数学公式如下所示：

Dj = ( )Sj Qj ( )S Q （7）
式中：Sj代表城市 j 内数字产业的就业人员数量；Qj则表示

城市 j 所有产业的总就业人数；S 为全国范围内数字产业

的总就业人数；Q 为全国的总就业人数；Dj 表示某一城市

数字产业占比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偏差程度，其数值

越大，象征着该城市的数字产业集中度越高。

3. 2. 3　控制变量

（1）产业结构（I）：以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来量化。

这是因为，第二产业占比上升往往伴随能源消耗加剧及

污染物排放增多，可能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不利影响。

（2）政府介入度（G）：采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

水平来衡量，并采用 2006 年为基期的地区生产总值平减

指数来消除物价变动的影响。普遍观点认为，政府支出

的增加往往意味着其对经济活动干预强度的上升，可能

加剧经济运行的非市场化扭曲，从而对经济效率及生产

力提升构成阻碍。然而，政府通过实施环境保护法规能

有效限制企业污染行为，削减污染物排放，故政府介入对

绿色经济效率的实际影响仍是一个待明确的问题。

（3）人力资源（H）：借鉴了詹新宇等［42］的方法，采取普

通高等教育机构在读学生数量与登记户籍人口的比例来

量化表征，对该指标取自然对数。

（4）信息技术普及程度（N）：通过每百人互联网宽带

接入用户数量来衡量。

（5）对外开放程度（F）：通过实际吸纳的外资金额来

衡量，数据经由美元转换为人民币，并采用 2006 年为基准

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平减指数来消除物价变动的影响。对

该指标取自然对数。

（6）技术创新（R）：采用研发经费的内部支出来衡量，

并利用 2006 年为基准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消除物

价变动的影响。对该指标取自然对数。

（7）人均地区生产总值（K）：采用各城市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来衡量，并采用 2006 年为基准年的地区生产总值

平减指数来消除物价变动的影响。

数据来自各类统计年鉴，包括《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

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各地方政府统计

部门的官方网站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等。部分缺失数据采

用线性插值技术和 ARIMA 模型预测技术两种方法进行

补充。

研究期界定为 2006—2022 年。排除若干存在较明显

数据缺失的城市，最终纳入考量范围的是 282 个地级及以

上的城市①。关于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2。

①样本未包含的地级市为绥化市、钦州市、三沙市、儋州市、毕节市、铜仁市、拉萨市、日喀则市、昌都市、林芝市、山南市、那曲市、海东市、吐鲁

番市、哈密市；同时，限于数据可得性，研究也未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

表 1　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

变量

数字产业集聚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技术创新

对外开放程度

信息技术普及程度

人力资源

产业结构

政府介入度

Mean VIF

D

K

R

F

N

H

I

G

VIF
1. 418
2. 595
2. 667
2. 453
2. 427
1. 558
1. 328
1. 159
1. 951

1/VIF
0. 705
0. 385
0. 375
0. 408
0. 412
0. 642
0. 753
0. 862

表 2　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

Y

D

I

G

H

N

F

R

K

个数

4 794
4 794
4 794
4 794
4 794
4 794
4 794
4 794
4 794

均值

0. 322
0. 700
0. 462
0. 209
4. 586

20. 957
2. 551
9. 817
3. 890

标准差

0. 133
0. 519
0. 113
0. 201
1. 154

19. 125
1. 568
1. 598
2. 800

极小值

0. 021
0. 000
0. 000
0. 035

-1. 980
0. 398
0. 000
3. 526
0. 009

极大值

1. 177
7. 467
0. 910
6. 041
7. 975

189. 865
7. 517

15. 298
40.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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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证结果

4. 1　空间相关性检验

应用空间计量模型的前提是确认变量之间存在着空

间相关性。为确保所得检验结果的稳健性，采用全局莫

兰指数（Moran's I）与吉尔里指数（Geary's C）来分析变量

的空间关联特性。其中，Moran's I 指数取值介于-1~1 之

间，其值趋近于 0 表征空间独立性，取正值和负值分别指

示正向与负向空间自相关。相反，Geary's C 指数取值位

于 0~2 之间，当指数等于 1 时表示无空间关联，取值在 0~
1 之间表明正向空间依赖，在 1~2 之间则表明负向空间依

赖。表 3 展示了绿色经济效率（Y）变量的全局空间自相关

性的双边检验结果。

根据表 3 数据，变量 Y 的 Moran's I 值均显著为正，且

Geary's C 系数均小于 1。同时，多数检验的 Z 值统计显

著，有力地拒绝了“无空间相关性”的原假设。这些结果

共同证实了变量 Y 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因而采用

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分析是合理的。为进一步确证城市绿

色经济效率的空间关联性，绘制了 2006—2022 年度的城

市绿色经济效率（Y）Moran 散点分布图。如图 2 所示，绿

色经济效率测量值的散点显著聚集于第一及第三象限，

表明城市间的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正向空间依赖关系，即

某一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会对周边城市产生积极的

外溢效应。

表 3　Moran's I 与 Geary's C 指数检验

空间权重矩阵

地理邻接权重矩阵

地理距离权重矩阵

经济距离权重矩阵

Moran's I 指数

I

0. 204
0. 057
0. 091

E（I）

-0. 004
-0. 004
-0. 004

Sd（I）

0. 037
0. 005
0. 032

Z

5. 554
11. 755

2. 925

P

0. 000
0. 000
0. 003

Geary's C 指数

C

0. 689
0. 912
0. 910

E（C）

1. 000
1. 000
1. 000

Sd（C）

0. 063
0. 013
0. 040

Z

-4. 948
-6. 875
-2. 236

P

0. 000
0. 000
0. 025

图 2　中国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莫兰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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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基准回归结果

基于前文空间关联性检验，各城市间绿色经济效率

水平显现出空间关联特性，因而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更为

准确，选择空间杜宾模型（SDM）、空间自回归模型（SAR）、

空间自相关模型（SAC）及空间误差模型（SEM），并借助最

大似然估计方法（MLE）进行参数估计。在构建空间权重

矩阵时，采用地理邻接矩阵。表 4 展示了空间面板回归的

具体分析结果。

由表 4 可知，数字产业集聚（D）的系数为正，且通过

了统计上的显著性检验，证明数字产业集聚对推动城市

绿色经济效率增长的积极作用显著。该实证结论与前期

理论分析结果相契合。绿色经济效率（Y）的一阶滞后项

（Y1）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一个地区前期

的绿色经济效率对其当期表现具有显著的延续性影响，

体现了绿色发展的路径依赖特征。空间杜宾模型显示，

数字产业集聚的空间滞后项（W × D）系数在 1% 水平上显

著为负。这表明本地区高水平的数字产业集聚，可能通

过人才、技术等要素的“虹吸效应”，对周边地区的绿色经

济效率产生抑制性空间溢出。空间杜宾模型与空间自回

归模型的空间自回归系数（ρ）分别在 1% 和 5% 水平上显

著为正。这证实了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正向的空间外溢，

即一个地区会被其邻近地区的高绿色效率水平所带动，

呈现“高水平集聚”的特征。空间误差模型的空间误差系

数（λ）显著为正，表明模型中的误差项同样存在正向的空

间相关性。

4. 3　内生性检验

数字产业集聚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可能存在

因果关系的双向影响，这一状况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

本研究采取工具变量法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两种方法来

缓解内生性问题，以确保估计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4. 3. 1　工具变量

选择 1984 年各地邮局的数量作为工具变量来解决内

生性问题。选择该工具变量是基于其能有效度量区域通

信基础设施的发展程度，这对高层次的数字经济活动具

有较大影响，契合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同时，绿色经

济效率指标的时间跨度为 2006—2022 年，意味着当前绿

色经济效率几乎不受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邮局数量的影

响，保证了该工具变量的外生性。为适应平衡面板数据

分析，本研究对这一工具变量进行调整，即采用每百万人

中 1984 年邮局数量与各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乘项作为最终

的工具变量［43］。此外，本研究还运用广义矩估计（GMM）

进行回归分析，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5。

表 4　空间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Y1

D

I

F

G

R

H

N

K

W × D

ρ

λ

样本量

空间杜宾模

型（SDM）

1. 038***

（115. 64）
0. 044***

（22. 43）
0. 222***

（21. 59）
-0. 036***

（-35. 83）
0. 127***

（22. 15）
-0. 046***

（-37. 26）
0. 052***

（48. 49）
0. 001***

（17. 48）
-0. 001

（-1. 35）
-0. 081***

（-95. 56）
0. 809***

（140. 11）

4 512

空间自回归

模型（SAR）

0. 804***

（66. 30）
0. 009***

（3. 19）
0. 060***

（3. 02）
0. 001

（0. 31）
-0. 031***

（-5. 02）
0. 001

（0. 37）
-0. 007 ***

（-2. 76）
-0. 000**

（-2. 06）
0. 002*

（1. 83）

0. 010**

（2. 47）

4 512

空间自相关

模型（SAC）

0. 020***

（5. 77）
0. 079***

（3. 01）
0. 008***

（4. 02）
-0. 021**

（-2. 63）
-0. 001

（-0. 19）
-0. 019***

（-6. 04）
-0. 001***

（-5. 11）
0. 024***

（17. 82）

-0. 045***

（-3. 99）
0. 062***

（6. 63）
4 794

空间误差模

型（SEM）

0. 021***

（6. 03）
0. 070***

（2. 81）
0. 008***

（4. 00）
-0. 021**

（-2. 60）
-0. 001

（-0. 51）
-0. 019***

（-6. 15）
-0. 001***

（-5. 56）
0. 023***

（17. 47）

0. 023***

（5. 18）
4 794

注：* P<0. 10，** P<0. 05，*** P<0. 01；括号内数值为 z 值。

表 5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D

O

I

F

G

R

H

N

K

R2

GMM
0. 085**

（2. 28）

0. 063***

（2. 92）
0. 005*

（1. 89）
-0. 003

（-0. 51）
0. 010***

（4. 67）
-0. 001

（-0. 14）
0. 000

（1. 18）
0. 033***

（9. 74）
0. 222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0. 003***

（2. 80）
0. 032

（0. 38）
0. 058***

（7. 40）
-0. 082***

（-2. 90）
-0. 035***

（-5. 14）
-0. 033***

（-2. 96）
-0. 005***

（-9. 48）
0. 010**

（1. 99）
0. 102

注：* P<0. 10，** P<0. 05，*** P<0. 01；括号内数值为 z 值。O 代表 1984
年每百万人的邮局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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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2　动态空间面板

基本的静态空间模型在评估中未能充分考虑绿色经

济效率的长期稳定性，可能导致评估偏差。因此，本研究

纳入了绿色经济效率的一阶时间滞后项与空间滞后项，

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进行分析。在此前阐述的模型序

列中，空间杜宾模型与空间自回归模型均属动态空间面

板模型范畴，估计结果分别见表 4 列（1）、列（2）。

表 4 和表 5 的结果显示，在采用工具变量和动态空间

面板等方法缓解内生性对模型检验结果的影响后，数字

产业集聚（D）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基准回归结果得到进一步验证。

4. 4　稳健性检验

表 4 揭示了运用地理邻接权重矩阵作为空间权重矩

阵的回归结果。为确保结论稳健，本研究扩展了空间权重

矩阵的构建方法，采用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及经济距离权重

矩阵作为替代，并将这些矩阵应用于空间杜宾模型、空间

自回归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以及空间误差模型，以保证

回归结果的一致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6。

由表 6 可知，不论采取地理距离或是经济距离权重

矩阵，数字产业集聚（D）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并且所

有模型的产业集聚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一发

现与表 4 的估计结果高度契合，进一步证实了回归结果

的稳健性。在空间杜宾模型中，数字产业集聚的空间滞

后项（W × D）的系数为负向，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

表 4 中 W × D 系数的估计结果一致，表明了该结论的强

稳健性。此外，多数模型中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滞后项

系数 ρ 及空间误差项系数 λ 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有力

证明了所构建空间计量模型的合理性。

5　作用机制分析

前文从理论层面探讨了数字产业集聚影响绿色经济

效率的作用机制，即数字产业集聚通过推动技术进步间

接促进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在此基础上，构建空间

自相关模型（SAC）方法进行实证验证：

Ti，t = η × W × Ti，t + α1 Di，t + α2 Xi，t +
ui + vt + εi，t （8）

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Y1

D

I

F

G

R

H

N

K

W × D

ρ

λ

样本量

空间杜宾模型（SDM）

地理距离权重

矩阵

0. 926***

（105. 48）
0. 284***

（141. 32）
2. 436***

（230. 18）
-0. 334***

（-330. 32）
1. 002***

（172. 22）
-0. 194***

（-160. 43）
0. 373***

（351. 50）
-0. 017***

（-209. 35）
-0. 014***

（-24. 31）
-16. 300***

（-632. 1）
125. 202***

（1 828. 50）

4 512

经济距离权重

矩阵

0. 806***

（66. 87）
0. 006**

（2. 23）
-0. 005

（-0. 27）
-0. 000

（-0. 13）
-0. 042***

（-8. 06）
0. 001

（0. 46）
-0. 006**

（-2. 53）
-0. 000

（-0. 46）
0. 002

（1. 62）
-0. 016**

（-2. 20）
0. 102***

（4. 97）

4 512

空间自回归模型（SAR）

地理距离权重

矩阵

0. 817***

（67. 26）
0. 006**

（2. 26）
0. 079***

（3. 95）
0. 001

（0. 47）
-0. 038***

（-6. 13）
0. 002

（1. 08）
-0. 003

（-1. 27）
-0. 000

（-0. 54）
0. 000

（0. 00）

1. 922***

（22. 19）

4 512

经济距离权重

矩阵

0. 806***

（66. 46）
0. 009***

（3. 16）
0. 059***

（2. 96）
0. 001

（0. 42）
-0. 031***

（-5. 00）
0. 001

（0. 42）
-0. 007***

（-2. 75）
-0. 000**

（-2. 22）
0. 002*

（1. 81）

0 . 038
（1. 70）

4 512

空间自相关模型（SAC）

地理距离权重

矩阵

0. 020***

（5. 83）
0. 074***

（3. 00）
0. 009***

（4. 35）
-0. 024***

（-3. 00）
-0. 000

（-0. 06）
-0. 018***

（-5. 86）
-0. 001***

（-5. 19）
0. 022***

（17. 09）

0. 196
（1. 33）

0. 537***

（4. 70）
4 794

经济距离权重

矩阵

0. 014***

（4. 14）
0. 015

（0. 81）
0. 006***

（3. 27）
-0. 015***

（2. 85）
0. 007***

（4. 60）
-0. 010***

（-3. 64）
-0. 000

（-1. 30）
0. 019***

（15. 06）

0. 503***

（13. 87）
-0. 426***

（-9. 11）
4 794

空间误差模型（SEM）

地理距离权重

矩阵

0. 020***

（5. 82）
0. 074***

（2. 98）
0 . 009***

（4. 41）
-0. 024***

（-3. 00）
-0. 000

（-0. 00）
-0. 018***

（-5. 88）
-0. 001***

（-5. 16）
0. 023***

（17. 31）

0. 626***

（8. 45）
4 794

经济距离权重

矩阵

0. 021***

（6. 09）
0. 062**

（2. 53）
0. 008***

（4. 09）
-0. 021***

（-6. 17）
-0. 002

（-0. 67）
-0. 019***

（-6. 17）
-0. 001***

（-6. 09 ）
0. 022***

（17. 40）

0. 052**

（2. 02）
4 794

注：* P<0. 10，** P<0. 05，*** P<0. 01；括号内数值为 z 值。

··168



胡琰欣，等：数字产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εi，t = λ × W × εt + υi，t （9）
构建空间误差模型（SEM）如下：

Ti，t = α1 Di，t + α2 Xi，t + ui + vt + εi，t （10）
εi，t = λ × W × εt + υi，t （11）

式（8）—式（11）中：Ti，t 代表绿色技术进步，采用绿色专利

申请数来衡量；η × W × Ti，t代表被解释变量 T 的空间滞后

项；η 代表空间自回归系数；W 为空间权重矩阵；α1和 α2分

别代表核心解释变量 D 和控制变量 X 对被解释变量绿色

技术进步（T）的影响程度；其余变量的含义与公式（1）
相同。

由表 7 可知，数字产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发展的促进效

应显著，其在所有模型中的估计系数均为正向且通过了

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数字产业的集聚发展能有效提升

区域绿色专利的申请数量，加速绿色技术革新进程。这

一结果证实了理论分析中关于作用机制的假说，即数字

产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可能源于数字

产业集聚对绿色技术的推进作用。根据理论分析，数字

产业集聚通过技术路径重构、基础设施降本与政策市场

协同三重机制，系统性加速绿色技术进步，并最终全面提

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这三重机制产生的原因可归结

于：一是数字产业集群内，数字技术使得企业知识和技术

的传递突破地理与知识类型的限制，实现绿色技术的高

效共享和虚拟化传递；二是数字产业集聚区依托数字基

础设施，为绿色技术研发提供低成本试验场和规模化支

持；三是中国政府针对数字产业集聚区的定向政策与市

场机制设计进一步强化数字产业集聚对绿色技术的促进

作用。绿色技术的进步是增强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关键

驱动力。因此，数字产业的集聚发展通过促进绿色技术

创新这一机制，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产生了间接但强有

力的提升作用。

6　结论和对策建议

本研究基于 2006—2022 年中国 282 个城市的面板数

据，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系统考察了数字产业集聚

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作用机理及空间溢出

效应，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1）数字产业的高度集聚对本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

具有显著的直接提升作用。这一结论在多种空间模型设

定（SDM、SAR、SAC、SEM）及不同空间权重矩阵（邻接、距

离、经济）下均得到一致验证。 针对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研究综合采用了工具变量法（以 1984 年邮局密度作为

工具变量）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纳入被解释变量滞后

项）进行修正。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内生性干扰

后，核心结论（本地促进效应、空间抑制效应及绿色技术

创新的中介作用）依然稳健成立，证明了研究发现的可

靠性。

（2）数字产业的集聚发展对周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

产生了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虹吸效应），即本地数

字产业集聚度增强会抑制邻近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增

长。该效应的核心传导机制为人才虹吸阻碍创新。机制

检验与理论分析共同表明，这一负向空间溢出的核心传

导路径是人才要素的单向流动。高度集聚的数字产业中

心凭借综合优势，持续吸引周边城市的高端技术人才流

入，导致邻域创新人才（特别是绿色技术研发人才）流失，

进而显著阻碍了周边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进程（T），最终

抑制其绿色经济效率（Y）的提升。这为理解数字时代区

域发展不平衡提供了微观机制解释。这一结论突破空间

依赖局限，系统量化了“本地-邻域”双重空间效应：显著

的正向本地促进效应（H1 得到验证）与显著的负向空间

溢出效应（H2 得到验证）。这一发现突破了传统研究忽

视空间依赖性的局限，为理解数字产业集群的空间局部

性提供了严谨的实证证据。

（3）机制分析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是数字产业集聚影

响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关键中介路径。 数字产业集聚通

过重构知识溢出路径（虚拟化）、降低绿色创新成本（集约

化）以及强化政策市场协同（协同化）三重微观机制，有效

加速了本地绿色技术进步，进而提升了本地绿色经济效

表 7　作用机制的实证结果

变量

D

I

F

G

R

H

N

K

η

λ

R2

空间自相关模型（SAC）

145. 965***

（6. 69）
144. 207
（0. 98）
-0. 026

（-0. 17）
25. 893

（0. 53）
0. 004***

（68. 72）
-0. 056

（-0. 64）
0. 825

（0. 89）
26. 358***

（3. 36）
0. 039***

（6. 91）
0. 010

（1. 20）
0. 624

空间误差模型（SEM）

141. 490***

（6. 47）
135. 139
（0. 87）
-0. 020

（-0. 13）
0. 576

（0. 01）
0. 004***

（70. 35）
-0. 035

（-0. 40）
1. 046

（1. 10）
26. 746***

（3. 24）

0. 055***

（13. 74）
0. 612

注：*** P<0. 01；括号内数值为 z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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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同时，其对周边城市的抑制效应主要通过人才虹吸

来阻碍邻域的绿色技术创新进程。该机制分析构建了

“技术-经济-制度”融合的机制框架，不仅验证了绿色技

术创新的核心中介作用，更从知识溢出虚拟化、创新成本

集约化、政策市场协同化三重视角，深入揭示了数字产业

集聚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微观机理。这一融合框架深化

了对数字产业赋能绿色效率提升内在逻辑的理解，补充

和完善了相关理论。

本研究所揭示的数字产业集聚的“双刃剑”效应——

强劲的本地绿色效率提升与显著的邻域虹吸抑制，具有一

定的现实意义。①要警惕区域发展失衡加剧风险，若缺乏

有效协调，数字产业的过度集中可能加剧“强者愈强、弱者

愈弱”的马太效应，拉大区域间绿色发展的差距，不利于共

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②为优化

国家战略布局提供关键依据，为优化“东数西算”等国家重

大工程布局提供了实证支撑。在引导数据中心等设施西

移的同时，需配套强有力的措施吸引和留住中西部人才，

扭转单向虹吸，促进区域间创新要素的良性互动。③构建

跨区域协同发展新范式，破解虹吸困境需要创新区域协调

机制。例如，创新资源协同机制，建立跨区域的“数字+绿

色”技术共享平台、人才联合培养与柔性引进机制、研发合

作网络，促进知识在区域间双向溢出；在国家级战略（如

“东数西算”）中统筹布局，引导数字基础设施与关联产业

梯度转移，并在承接地区配套人才政策，缓解单向虹吸。

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本研究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构建数字产业集群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协同发展

机制。强化绿色技术研发的定向支持：基于数字产业集

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建议设立国家级绿色技

术专项基金，重点支持数字产业集群内的共性技术攻关

（如清洁能源算法优化、碳捕集区块链平台等）。通过税

收抵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激励企业将数字技术

应用于节能减排场景。完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网

络：依托数字产业集群建立绿色技术孵化器，推动龙头企

业联合高校、科研机构组建创新联合体。例如，在京津

冀、长三角等数字产业密集区试点“数字+绿色”技术共享

平台，促进绿色专利跨区域转化应用。

（2）优化区域数字产业布局以缓解虹吸效应。实施

梯度化数字产业转移政策：针对中西部城市因人才外流

导致的绿色技术滞后问题，通过“东数西算”工程引导数

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向中西部布局，配套专项人才引

进计划（如“数字绿领”工程），鼓励东部数字企业在中西

部设立研发分支机构并给予用地、融资支持。建立跨区

域绿色技术补偿机制：对因虹吸效应导致绿色经济效率

受损的周边城市，可通过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或碳排放权

交易收益分成，补偿其技术研发投入。同时，推动数字产

业集群与周边城市签订技术溢出协议，定期举办绿色技

术路演与人才交流活动。

（3）深化数字基础设施与绿色技术应用场景融合。

加速新型数字基建的绿色赋能：在 5G 基站、算力中心建

设中强制嵌入绿色标准，推广 AI 能效优化系统；支持数字

产业园率先建设“零碳园区”，通过物联网实时监测能耗

与排放数据，形成可复制的绿色运营模式。拓展数字技

术驱动的绿色应用场景：在重点行业（如制造业、交通）实

施“数字+绿色”示范工程，鼓励企业利用工业互联网优化

生产工艺流程，对应用数字技术实现能效提升超 20% 的

企业给予阶梯式奖励。

（4）健全绿色技术创新的市场化支撑体系。创新绿

色金融工具：依托数字产业集群试点“绿色技术银行”，为

中小微企业提供基于区块链的绿色技术质押融资服务；

鼓励金融机构发行绿色数字债券，重点支持智慧能源、循

环经济等领域的创新项目。构建全国性绿色技术交易平

台：整合现有区域交易所资源，建立统一的数据确权与交

易规则，推动绿色算法、碳核算模型等数字知识产权市场

化流通，并通过智能合约确保技术交易透明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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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has become a key pathway for driving green transformation. However, traditional industrial ag⁃
glomeration has long faced the “agglomeration paradox,” wherein excessive concentration leads to imbalanced factor allocation and dimin⁃
ished innovation. Through what mechanisms does digit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ffect urban green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what charac⁃
teristics define its spatial effects? To systematically address these questions, this study integrated spatial economics and technology spill⁃
over theory to construct a three-dimensional “technology⁃economy⁃institution” analytical framework. It proposed the dual-effect hypothesis 
of “local promotion-neighboring inhibition,” with a focus on analyz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he spatial 
transmission pathway of talent siphoning. Using balanced panel data from 282 Chinese cities from 2006 to 2022, the study employed a dy⁃
namic spatial Durbin model (SDM) as the primary analytical tool, supplemented by the Spatial Autoregressive (SAR), Spatial Autocorrela⁃
tion (SAC), and Spatial Error (SEM) models for empir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① The local promotion effect was significant. 
Specifically, for every one-unit increase in digit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local green economic efficiency increased by an average of 
4.42% (SDM estimate). ② The spatial siphoning effect was prominent, with local digit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exerting significant nega⁃
tive spillover effects on neighboring cities. Talent factor mobility served as a key carrier for this negative spatial spillover, as high concen⁃
tration in core cities accelerated the outflow of high-tech talent from neighboring cities, thereby inhibiting their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pacity. ③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functioned as the core mediating pathway, shaped by micro-level mechanisms such as the virtual⁃
ization of knowledge spillovers, the intensification of innovation costs, and policy-market coordination. Accordingly, this study proposes dif⁃
ferentiated governance pathways: establishing a mechanism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optimizing regional digital industry layout to alleviate siphoning effects;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infra⁃
structure with gree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improving the market-based support system for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By 
quantifying the dual “local-neighboring” effects, analyzing triple micro-mechanisms, and revealing the siphoning transmission pathway, 
this study provides new evidence for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theory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he proposed policy framework of “region⁃
al compensation-technology sharing-institutional synergy” offers an operational paradigm for addressing regional imbalances in the con⁃
text of green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digital industry; green economic efficiency;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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